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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黄新华 ，林迪芬
(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运用知识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 中 3350 篇
国内公共政策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表明，通过关键词聚类与关键词时区视图，可以展示 40 年来我
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演进路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等，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
研究的知识图谱。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差距，学科移
植与学科建设任重道远。未来研究既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抽象理论，讲好中国故
事，也要为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提供理论引领，为国际公共政策研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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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公共政策研究肇始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几十年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
呈现了研究领域不断精细、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局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
程，现代公共政策研究开始传入我国并迅速发展，已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交叉学科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和地方重大的战略和政策需求领域。［1］经过 40 年的学术发展和积累，我国公共
政策研究的成果如何? 哪些文献因其重要影响力而被普遍认可? 哪些学者和机构为该领域的发展
做出贡献? 这些学者主要围绕哪些主题展开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厘清这
些问题有助于把握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进展、研究力量、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对于进一步拓展和
深化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较为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进展与
成效，本文以 1978—2018 年 CNKI 数据库中的公共政策研究文献为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梳理公共政策研究的整体增长趋势、高水平科研机构、核心作者以及高被引文献等的外部特征，并
通过关键词聚类与关键词时区视图分析，探究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题内容、前沿热点与研究趋
势，力图建构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 CNKI) 为文献数据来源，检索条件为: 主题 = 公共政策;
时间跨度 = 1978—2018; 期刊来源 = CSSCI + 核心期刊 + SCI 来源期刊 + EI 来源期刊; 检索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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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共获得相关文献 5142 篇 ( 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30 日) 。为保证研究的精确性，人工剔
除会议综述、书评、征稿启事、新闻报道等非研究型文献以及与“公共政策”主题明显不符的文献，
去除无作者、重复记录，最终筛选出 3350 篇有效期刊论文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当前文献研究的主流方法———文献计量分析，展现公共政策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文
献计量法的常用工具有 CiteSpace、BibExcel、Pajek 等。其中 CiteSpace 因其简便易学的操作、良好的可
视化效果，已成为国内外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工具。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主要功能是对输入的文献
数据生成可视化分析矩阵，进一步得到关键词、作者、机构等的共现矩阵。［2］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 ( CNKI) 为来源数据库，利用 CiteSpace 软件自带的关键词图谱显示、关键词聚类、热点词突
现分析以及时区图等功能，可视化呈现国内公共政策研究 40 年以来的演进路径、主要内容和研究前
沿; 同时，以 Excel 软件为辅，对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年度文献分布、核心作者分布、研究机构分布、研
究方法运用等外部特征做整体描述。
二、整体分析
( 一) 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公共政策研究文献的历年发文量及其占比如图 1 所示。不难看出，在研究初期，相关理论基础
缺乏，研究队伍薄弱，学术根基不牢，论文发文量很低。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机构的加入，研究进
入了成长期，发文量快速增长并逐渐趋于稳定。
根据发文量，可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期( 1978—1993 年) ，年度
发文量均在 10 篇以下，研究力量和关注度明显不足。第二阶段为探索期( 1994—2003 年) ，相关研
究文献稍有所增加，但总量仍不多，研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发展期( 2004—2012 年) ，
从 2004 年开始，公共政策研究文献呈井喷式增长，发文量尤以 2008—2012 年为盛。其中，2009 年
度达到顶峰发表了 271 篇，占文献总量的 8． 09%。第四个阶段为成熟期( 2013 年至今) ，发文量平
稳波动并呈现缓慢下滑的趋势。总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发文量一直维持较高的态势，反映出经过
40 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正逐步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①
图 1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历年论文数量( 篇) 及其占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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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检索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30 日，因此 2018 年文献未检索完整，数量仅 94 篇，但
该数字并不代表 2018 年度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献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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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从核心作者分布来看，图 2 所示的研究者在国内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均具有一定影响，其中不乏
领军人物。具体而言，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王春福( 22 篇) 、向玉琼( 16 篇) 和张宇( 13 篇) ，但较早
对公共政策领域展开实质性研究的是陈振明( 1995 年) 、陈庆云( 1995 年) 和薛澜( 1996 年) 等。从
总体上看，网络密度比较低，说明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力量仍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的学术联系
较弱，团队规模较小。从发文机构分布看，南京大学的发文量最多，累计 117 篇，中国人民大学和北
京大学紧随其后，分别是 84 篇和 76 篇; 清华大学( 51 篇) 、吉林大学( 50 篇) 和厦门大学( 49 篇) 的
发文数量相当。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上述高校占据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力量( 图 3) 。
图 2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作者分布
图 3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分布( 发文数量前 15)
( 三) 高被引文献统计
表 1 统计了国内公共政策研究中前 10 篇高被引文献，这 10 篇论文或许可以看作是 1978—
2018 年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知识源流。其中，王绍光的《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被引频次
为 742 次，居于首位。高被引文献涉及的主题较为广泛，有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模式的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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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执行等政策过程的研究，还有水资源政策、教育政策等不同领域的政策实践研究。多样
化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拓展和延伸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
表 1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前 10 篇高被引文献信息表
序号 名称 作者 期刊 年份 被引数
1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王绍光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742
2 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 劳东燕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606
3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贺东航
孔繁斌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455
4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彭希哲
胡 湛
中国社会科学 2011 293
5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林闽钢 江海学刊 2002 284
6 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
: 准市场和
政治民主协商
胡鞍钢
王亚华
中国软科学 2000 224
7 论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
劳凯声
刘复兴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215
8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与公共政策执行
“中梗
阻”现象
钱再见
金太军
中国行政管理 2002 207
9 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演化及其启示 杨 团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201
10 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
———
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196
( 四) 研究方法
虽然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尚无统一标准，始终存有争议。本文采用主流的分类标
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划分。规范研究是“以价值问题为核心关注点，通过解读和诠释
文本，经由严谨的逻辑构造来回答某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乃至人生与世界的‘大问题’”。［3］实证研
究又称经验研究，是具有实证调研性质的解释主义方法论，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类基本研究
方法。前者则基于经验事实，通过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互动关系来展开探究; 后者主要
依赖于研究对象的测量和数据的分析计算得出研究结论。［4］
统计文献分析表明，这 40 年所载的 3350 篇论文中，采用规范研究方法的文献有 3098 篇，占
92． 45%，仅 253 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其中定量研究的比例稍多于定性研究。从资料收集方式上
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主要运用的是二手数据，占 38． 34%，这说明大多研究者偏向于“在书
房里做研究”。从统计方法运用上看，有 62． 85% 的论文无统计应用，即便是采用统计方法也大多
以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为主。虽然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证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使用定
量、建模分析方法的文献日渐增多，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抽象的理论建构和演绎较多，实证的问
题研究和政策方案较少”的缺陷( 详见表 2) 。［5］
表 2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论文研究方法
基本方法 具体方法 数量 百分比( % )
规范研究 — 3097 92． 45
实证研究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107
146
253
3． 19
4． 36
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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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基本方法 具体方法 数量 百分比( % )
资料收集方式
无明确的资料收集方法 70 27． 67
二手数据① 97 38． 34
问卷调查 49 19． 37
实地访谈 31 12． 25
参与观察 3 1． 19
实验法 3 1． 19
统计方法运用
无统计方法 159 62． 85
描述性统计 35 13． 83
多元回归分析 29 11． 46
面板数据分析 7 2． 77
结构方程模型 6 2． 37
时间序列分析 6 2． 37
层次分析法 6 2． 37
聚类分析 3 1． 19
数据包络分析 2 0． 79
三、研究主题
利用 Excel 工具绘制的图表可以较为直观地了解研究的整体概况，同时结合知识图谱进行深
层挖掘解读，把握主题研究态势及前沿趋势。本文基于 CiteSpaceV 软件，设置时间切片为 1，阀值
为 top 50②，选择最短路径算法，生成关键词共现、突变词列表、时区视图等知识图谱，梳理 40 年来
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趋势。
( 一) 发展脉络
利用关键词生成时间空间视图，可以分析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 ( 见图 4) 。通过研读文献
内容并结合演化路径知识图谱，可将我国公共政策研究脉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公共政策的概念和理论引介阶段( 1978—2003 年) 。其中，1978—1993 年间研究
成果很少，主要是研究财政政策或经济政策。随后的十年间，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内容不断聚
焦。学者集中介绍了国外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探讨公共政策的概念和理论意涵。陈
振明介绍了西方政策执行研究的四种途径和七种理论，［6］薛澜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政策制定过程
中的作用及其发展现状，［7］陈庆云探讨了公共政策的概念界定和内在本质等。［8］
第二阶段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转变阶段( 2004—2012 年) 。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政策过程新模型、政策分析方法与技术、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 在研究
主题层面，学者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民主
化与法制化等关键问题。王绍光提出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先后存在的六种议程设置模式，指
出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动力; ［9］陈玲等研究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集
成电路产业政策制定过程，建立了我国政策过程分析的共识框架，并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制度－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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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二手数据主要是包括统计数据、政策文本、期刊论文、报纸、政府网站、微博数据等。
Top N 表示是以每个时间切片前 N 个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生成最终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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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双层决策理论。［10］
第三阶段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深化和应用阶段( 2013 年至今) 。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与
时代背景和大政方针紧密相连，集中在国家治理、大数据、智库、精准扶贫等实践领域; 研究视角上
更注重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创新; 研究方法上开始吸纳实验研究、政策模拟仿真、数据挖
掘等前沿分析方法和技术。耿曙等以纳税遵从这项公共政策问题为例，设计一套实验方法帮助分
析纳税人在不同税率下的行为模式，阐述了如何用实验方法进行公共政策研究的可行性和前
景。［11］郭圣莉等选取了 3 个关键案例和两个反例，通过 antconc 程序应用大数据，抓取网络与媒体
数据库中的关键词进行时序比较与文本分析，发现存在着“社会舆论—市场媒体—官方媒体—公
共政策”的自下而上一般政策形成过程与路径并解读了其中的具体机制。［12］
图 4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演化路径知识图谱
( 二) 研究内容
运用 CiteSpace V 软件，选择“cluster”，得到共词图谱共有 386 个网络节点，911 条连线，网络密
度为 0. 0123，Modularity Q 的值为 0. 5433，大于临界值 0. 3，说明共词网络的社团结构显著，得到的
聚类效果较好; Mean Silhouette 值为 0. 6301，大于临界值 0. 5，表明聚类结果是合理的。通过采用对
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Ｒatio( LLＲ) 算法，共导出 11 个主要聚类( 见图 5 ) 。为了使知识图谱能够
更加清晰地显示重要信息，图 3 中隐藏了离散或节点数少的聚类#8、#11 和#13。这 11 个主要聚类
反映了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四大类研究内容( 见表 3) 。
1． 类 I: 公共政策属性、对象与理念研究
主要包括#1“公共性”和#14“目标群体”。聚类#1“公共性”的关键词有政策价值、政策工具、
政策问题、利益集团等，聚类#14“目标群体”的关键词有公民参与、政策设计、价值、信息资源等。
公共性的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关于公共政策应秉持何种价值，国内学者主要强调公
共政策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13］认为只有不断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
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14］然而，实践中的公共政策有时会偏离公共性的规范轨道，表现出
较为严重的失范问题。何植民指出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公正性、公平性、公开性、民本性
和协同性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的问题，政策的公共性有所衰减。［15］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政
策理念，重视公共政策主体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建设，构建和完善政府的权力伦理，增强以公平正义
和公共性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建立利益冲突协商机制和民意表达机制; ［16］强调要对政策主体进行
伦理建设，增强公务人员的道德感、责任感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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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类 II: 国外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研究
主要是聚类#2“美国”。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最早是学习和引介国外理论与经验，因此对国外经验的
借鉴成为国内公共政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者们介绍了发达国家的政策手段、政策工具，并结合
中国实践提出相应的理论方向或政策建议。杨文明等通过考察美国地方政府排水系统费用征收方案制
定过程中，地方利益集团参与和作用政策决策的实际案例，探讨了利益集团在美国地方政府决策中的作
用形式和过程;［18］傅志明回顾了欧盟国家劳动者保障体系的变迁过程，提出了我国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
场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参考意见;［19］黄新华借助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阐明了政策制定过程交易
成本的分析框架和治理机制;［20］龚虹波比较了中美水资源管理的政策网络，通过对四个区域水资源管理
政策网络参数的检验，指出不同类型的政策网络有着不同的网络参数、网络功能、网络绩效。［21］
3． 类 III: 各个实质性政策领域的研究
主要包括#0“公共政策”、#9“高新技术产业发展”、#10“金融”、#12“经济”。聚类#0“公共政
策”的关键词有公共政策、就业、制度缺失、教育政策、低碳经济等，主要是对教育、环境、就业等社
会政策的实践状况的研究。聚类#9“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词有研究与开发、企业管理、科技
政策等，聚焦于对科技政策问题的探讨，该主题文献的增长与信息化的发展息息相关。聚类#10
“金融”和聚类#12“经济”关注的是财政、金融等经济政策，是早期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总
体而言，我国学者致力于探讨国内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表现出一定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
4． 类 IV: 政策过程的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的研究
这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知识群，主要包括#3“政策执行”、#4“政策过程”、#5“政策评估”，#6
“政策制定”、#7“政策传播”。这类研究受到持续关注，占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半壁江山”。
一是聚类#3“政策执行”。政策执行是超越国界和体制的普遍问题，始终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占
据重要位置。该主题词的关键词有政策执行偏差、政策执行力、影响因素等，主要是介绍并发展政
策执行理论、探讨政策执行差距的原因和表现、构建中国政策执行模式等。钱再见、金太军较早研
究了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现象，通过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其矫正对策，以提高我国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22］贺东航、孔繁斌阐释了高层决心和层级加压体制对于保证中国公
共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性并将其凝炼成“高位推动”的表述。在他们看来，为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
中陷入央地博弈和多部门合作的困境，可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来解决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23］在探讨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
文献已识别出政策类型、执行机构及人员、政策工具、政府间关系等诸多因素，但对关键变量的确认
仍未达成共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未能得到充分研究。
二是聚类#5“政策评估”。关键词有政策评估、智库、绩效评估、制度设计、政策绩效等。对政
策评估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针对某个或某类政策的评估，如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科技政策
等; 二是讨论政策评估的程序、方法、机制等。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涌现了许多政
策评估的新工具、新技术，学者们呼吁要将大数据应用于政策评估的研究，着力解决公共政策大数
据评估研究的核心技术问题、形成基于大数据开展政策评估的体制机制等。［24］此外，该聚类下还有
另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政策终结。与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相比，政策终结是一个长期受到忽视
的主题，对政策终结的深入研究屈指可数。［25］虽然学者们对政策终结的对象、策略、方式、影响因素
等有所阐述，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将政策终结视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
程，建构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并在不同类型的政策终结情境中不断检验或验证。三是聚类#6
“政策制定”。关键词有政策制定、公民、影响因素、决策模式、公民参与等，主要探讨政策制定过程
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构建本土化的决策模式和分析框架等。一直以来，中国政策制定过程因其独特
性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开展研究，国外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碎片化威权主义”，该理论认为改
革开放后中国政策制定不再高度集中于领导者，而是各政策主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即政策制定是相
·52·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关部门讨价还价的结果。［26］而国内学者关注的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体制外
社会精英、媒体、公众等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和影响机理，提出了“上下来去”模型 、［27］“集思广益型”
决策 ［28］等理论。也有学者从央地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央地互动型”政策制定过程框架，并以节能
政策为例探讨这种政策制定是否有利于做出高质量决策。［29］
四是聚类#7“政策传播”。关键词有政策传播、社会转型期、政策创新、公众参与等。国内政策
传播模式的研究注重组织对公众的信息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环境发生根本转变，政策
传播主体日益社会化、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媒介多样化、传播范围扩大化。［30］李希光等人认为我
国公共政策传播模式发生了三种转变: 由直线模式向波形模式、由政策宣传模式向新闻发布模式、
由窗口模式向压力模式的转变。［31］也有研究强调要从中国的政策传播的实践中抽象出传播要素及
传播过程。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广泛应用，地方政府政策传播方式与危机治理能力面临挑战。
刘淑华等以天津“8·12”爆炸事故为例，通过对微博平台上地方政府官微发布传播数据的挖掘和
分析，探讨了地方官微发布过程中信息传播、网民互动与网民意见网络进化之间的动态关系。［32］
图 5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网络( 关键词聚类) 图谱
表 3 1978—2018 年国内公共政策研究领域聚类标识
聚类 子聚类编号 size 中心度 主要内容
I
#1 公共性 47 0． 632 政策价值，政策工具、政策问题、利益集团
#14 目标群体 6 0． 357 公民参与、民主，政策设计，价值，信息资源
II #2 美国 46 0． 800 政策分析，北美洲，经验，政策学，维度
III
#0 公共政策 51 0． 745 公共政策，就业，制度缺失，低碳经济，教育政策
#9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44 0． 685 研究与开发，企业，企业管理，科技政策
#10 金融 13 0． 845 经济体制，市场，企业，金融，研究与开发
#12 经济 11 0． 773 财政金融，货币，金融机构，财政管理，银行
IV
#3 政策执行 16 0． 719
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力，协商民主，公民参与，政策
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偏差
#4 政策过程 46 0． 731 财政管理、政府、公共利益、财政政策
#5 政策评估 30 0． 776 政策评估，智库，绩效评估，制度设计，政策绩效
#6 政策制定 44 0． 709 政策制定，公民，影响因素，决策模式，公民参与
#7 政策传播 23 0． 863 政策传播，多源流理论，传播机制，政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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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研究趋势
图 6 展现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路径，对样本文献关键词突现( Burst) 的进一步分
析表明，2010 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日益向以下九个主题转移: 政策变迁、智库、协商民主、政
策传播、公众参与、新型智库、国家治理、大数据。主题的变迁反映出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国家大政
方针紧密相连，也体现了与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相关的发展趋势。
图 6 近 10 年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强度排序
1． 民主化: 公众参与与协商民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公民参与意识逐渐提升，参与途径不断扩展，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33］公共政策研究对公众参与和协商民主给予充分的关注，研究成果丰硕。
早期的文献大多基于宏观层面的论述，如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分析范式、制度设计等，尤其是对理
论基础的研究，涉及协商民主理论、多中心治理等。近几年的研究更为关注公民参与政策各阶段的
微观研究，特别是结合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等阶段的研究不断增多，且倾向于结合特定政策领域，探
究不同情境因素对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影响，从而提高政策过程各阶段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2． 科学化: 智库与新型智库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的作用。决策咨询制度的建立有
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而智库或新型智库的建设是公共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是提升国家
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中国正面临发
展转型、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
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34］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型智库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还存在高质量研究成果不足、影响力欠缺、智库建设整体规划薄弱等弊端，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在专家决策咨询、智库的内涵职能及影响力、智库的旋转门机制等方面。［35］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
设应努力将国际视野和本土需求相融合，拓展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空间，但新型智库建设如何依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需要理论界和实务者的共同努力。
3． 信息化: 政策传播与大数据
21 世纪以来，信息的传播方式和组织方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
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零边际成本”的时代，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发声”的大平台，公众自
发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成为政策传播的新动力。在一些争议性政策事件中，政策主体和公众的话语
权地位出现了反转，公众对政策的评价和意见大量聚集在新媒体平台上，对政策主体形成巨大的压
力，出现“舆论倒逼决策”的现象。对政策系统而言，这种失衡状态并非良性的政策传播关系，不利
于政策主体与公众有效合理地沟通。［36］但是，技术变革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为政府治理变
革与公共决策创新奠定了技术基础，大数据的产生支持了政府部门基于证据的决策制定，提高了公
民参与的程度等。与此同时大数据能力不足、侵犯数据隐私的风险等也如影随形。［37］在技术进步
无边界无止境，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借助技术进步推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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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会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 1978—2018 年 CNKI 数据库中的相关论文为数据基础，以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为研究
工具，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40 年的进展与成效，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就研究整体现状来看，公共政策研究的发文量一直维持较高的态势，反映了公共政策研
究正逐步成为我国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 从研究者分布来看，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合作网络尚
未建立，研究者间学术联系和团队规模有待改善; 从发文机构分布看，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是国内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力量; 从研究方法来看，规范研究仍然是
国内公共政策的主要方法，二手数据是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是主要的
统计手段，这反映了国内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亟待进一步更新和突破。
其次，就研究领域与主题分布而言，主要集中在政策过程的基本环节或功能活动，各个实质性
政策领域的研究，公共政策属性、对象、理念，国外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研究。其
中，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是学者们长期持续关注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
也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紧密关联，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迹。
再次，就研究前沿趋势看，2010 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开始朝向政策变迁、智库、协商民主、
政策传播、公众参与、新型智库、国家治理、大数据应用与影响等方面转变，这既反映了全面深化改
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更反映了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时俱进的品质。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发展。新时代中
国公共政策研究的未来一定会比过去更为精彩。未来的研究应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在研究视角上，要致力于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增强，全球化
趋势的加深，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全球的公共部门均面临着棘手问题治理的困境。
现代公共政策的研究早已不限于单一行为主体和情境，而是包含大量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或影响
决策以及复杂化的政策情境，［38］这种外延上的拓展必然伴随知识体系的重构。近年来行为经济
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开始渗入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其强调个体心理活动规律及其引致的行为选择
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策领域开始采纳行为科学实验方法来探索更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实
验方法的引入，政策试错机制的建立，大幅提升政策的精确性和有效性。［39］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
放的实践中，早已运用了“先行先试”的政策试点、政策试验方法，问题是我们未能实现多种学科知
识的有机交叉统一。积极吸纳并整合多学科知识是提升政策研究有效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建构中
国公共政策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
二是在研究主题上，要持续性关注中国故事的挖掘。国内公共政策研究主题变迁速度比较快、
紧跟时政热点的现象，这既说明公共政策学者的政治敏感性较强，能够学以致用服务于党和国家中
心工作; 但是主题变迁过快也说明该领域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研究成果比较碎片化。从长远来
看，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离不开科学系统理论的指导，在时政热点变动过快的环境中，应避免随波逐
流，认真细致地研究某一主题并对该研究主题进行持续性关注，最终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的规范化
和体系化，进而发挥对实践持续和有力的指导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努力挖
掘和提炼“中国故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政府改革、地方创新为
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实践中有许多全新的、未被西方理论预测、甚至常常与理论解释
相冲突的经验。因此，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格局必然要求知识生产的本土化，基于当代中国公共
政策的实践案例，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建构政策科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过程的规范化和工具的多元化。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已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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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方法和新技术，但是大部分研究“理论体系陈旧、研究方法规范性较弱”的格局未有根本改
观。［40］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要描述中国政府与政策的实然过程，切入到研究
对象所在的场域中去，认真进行理论抽样、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收集多层面的数据材料，正确使用
各种研究方法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背景、行动者的态度、行动逻辑、各变量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
果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和思考，从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概念框架和理论命题。另一
方面，随着信息系统与互联网的深入普及，系统分析方法朝向更加复杂的趋势行进，基于计算机辅
助的量化系统分析如计算机模拟、大数据分析等逐渐得到应用，这些方法试图通过更加全面地量化
人类的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分析方法的缺陷，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社会运
行的过程。因此要积极关注国际公共政策的方法前沿，充分运用实验研究、模拟仿真、数据挖掘等
多样化的工具和技术，探讨中国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的机制和方式，提升政策分析水平。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是由于
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加之学科移植与学科建设的重任，公共政策研究在中国任重道远。我们既需要
客观冷静地观察和剖析我们所处社会的本质及其问题，从中国独特的政策实践经验析出抽象理论，
同时又要为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提供理论引领，为国际公共政策研究贡献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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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Map of Public Policy in China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HUANG Xin－hua，LIN Di－fen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We use the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CiteSpace to analyze the 3，350 domestic public policy re-
search papers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 CNKI) website． Through keyword clustering and keyword
time zone view，we identify the evolution path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research field，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trends，and construct a public policy research knowledge map for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With 40 years of development，China＇s public policy research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but
a considerable gap remai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not only extract abstract theories from China＇s unique practical experi-
ence and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form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theory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search．
Keywords: public policy research，knowledge map，CiteSpace，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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